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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盟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着投资国，但东盟各国的政治局势多变、

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当地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加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十分依赖关

系网络，为此，本文基于关系视角，利用2005至2019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数据分析东盟各国与中

国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对中国在该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得出结论如下：首先，中

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处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其次，中国与东盟各国稳定的政治关系和密切的经济关系正

向影响了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最后，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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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EAN attracts investment countries with its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cheap labor, and huge 
market potential. However, the changing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SEAN countries, the uncertainty of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ies, and local religious customs and customs are all factor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lies heavily on the network of relations. For this rea-
son, this article uses the data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ASEAN from 2005 to 2019 to analy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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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ASEAN countries and China on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at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ASEAN is in a complex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Se-
condly, China’s stable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close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ASEAN countries have 
positively affected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Finally,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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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直接投资发挥着日趋重要

的作用。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由 2005 年的 122.6 亿美元上涨到 2019 年的 1369.1 亿美元 1，这

一数据充分表明中国已成为投资流出大国，也说明了中国跨国企业正在向世界各国输出资本、劳务甚至

技术[1]。面对这一经济发展趋势，虽然目前学术界有着比较丰富和全面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及与此相

关的实证分析文献，但不同东道国和不同规模的跨国公司却有着千差万异的特征与行为模式[2]。东盟十

国凭借着丰富的能源储备和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着越来越多投资国的关

注，再加上“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无论从投资流量还是存量上看，

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都经历了快速增长的时期[3]。然而东南亚是美国重返并实行亚太战略的重要地区，

其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另外“南海问题”也是双方进行合作时必会涉及的政治性敏感问题，为此，东

盟国家的政府局势多变风险、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当地文化宗教风俗等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4]。 
尽管国际直接投资一般理论日臻成熟，用于分析中国与其他国家同样的投资动机和投资战略确实起

到一定的作用，但在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行为时仍然有所欠缺[5]。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和其

他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的历程，中国进行国际化投资的步伐十分迅速，并且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非常

依赖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6]。要想全面解释中国企业是怎样克服投资障碍以降低风险，还得结

合关系视角来深入分析，但现阶段与之相关的系统性研究比较少，因此，基于关系视角下研究中国对东

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指导的现实价值。由此可以看出关系视角的研

究才刚起步，它将会是继区位和政策视角之后又一个能够用以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角度[7]。 
关系视角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一方面，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企业借助个人关系、商业联系等关系网络搭建的资源渠道选择最佳投资地；另一

方面，国家行政机制能够确立、管理和指导国家的战略方向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轨迹，对中国企业的对外

直接投资行为有着约束和指导作用，这意味着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依赖的不仅仅是基于合同契约

建立的正式关系，也包括中国特殊制度文化背景下的非正式关系[8]。基于这一情况下，本文研究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过程中，需要了解和分析不同的关系在直接投资不同东道国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

同显著程度，以便能更好地指导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9]。 

Open Access

 

 

1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 2019 年公布的数据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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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关系特征 

从历年披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相关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

位分布结构比较集中，主要以投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主，尤其是与中国具有相似种族、文化、历史等

地缘优势的东盟国家，所以中国以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的投资区位结构具有一定道理的[10]。
然而，过度集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结构不利于分散风险[11]，因此，在中国选择对东盟国家进行直

接投资时，首先要考虑和评估两国彼此间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密切程度[12]。 

2.1.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政治关系特征 

当前全球正处于以各国制度变迁为特点的时代[13]，这就使得东道国政府的制度环境成为了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时应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本国对外直接投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尤

其是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国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项与其他国家发展良好外交关系的政

策[1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集中在两国历来有着良好外交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欠发达国家，以拉近

和巩固彼此间的外交关系，这也反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政府在投资当中扮演了十分重要

的角色[15]。因此，政治关系影响着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和跨国经营，企业不仅需要以东道国政

府制度和规则条例来调整自身投资行为，还要同时兼顾中国政府制定的政策，这不只体现在国有企业，还有

私营企业。由此可知，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主要包括前者的政治表现和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制度[16]。 
良好稳定的政治表现常常会降低国际投资的风险，正向推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因此一

国的政治表现是进行投资之前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17]。东道国政府表现稳定，表示着该国能够提供稳定

的政府和市场环境，甚至还会得到该国政府领导人的支持和政策激励，就会降低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否

则一国政治局势不稳、政府治理效率太低，影响着投资收益和回报[18]。 

2.2.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经济关系特征 

一国跨国企业的产品可以通过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这两种方式来进入另一国市场[19]，而多数学者们

对于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关系持有对立的两种意见，一个为替代关系，另一个为互补关系，即便两者

存在对立，但都反映了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是存在联系的，由此可以肯定双边经济关系是影响一国

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20]。 
东盟十国 2019 年人口总数为 6.55 亿人，GDP 总额为 3.14 万亿美元 2，表明东盟地区是一个全世界范围

内经济发展有活力，并且也是一个具备增长潜力的市场[21]，由于中国与东盟有着非常密切的经济合作和来

往，经济合作往往会带来两国经济关系网络的延伸，这是因为中国进行海外市场投资时通常会缺乏相关经验，

导致其更偏于投资双方拥有贸易业务和政治互动的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22]。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关系

还包括了自然资源的需求，东盟是全球自然资源最丰富和能源储存最充足的地区之一，为此，中国源于对能

源的优化配置和对资源储备的寻求，偏向投资于地域条件近且能源资产富足的国家[23]。此外，企业经营的

成本水平也影响着外资的区位选择[24]。东道国企业运营时所需的高税率就会额外增加了外资公司的成本负

担，通常认为税负高的国家或地区就难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入，而税负低的国家常常会成为外资青

睐的目的地。综上，经济关系对中国在东盟各国进行直接投资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25]。 

2.3.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社会关系特征 

现阶段的中国作为经济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越高，关系所

发挥的重要性越强，从而使得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就会逐渐发展为跨国的关系网络[26]。由于中

 

 

2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东盟》，202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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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不一样的地方，具

体体现在中国大多数海外投资聚集有华人华侨群体以及跟中国文化相似程度高的其余亚洲国家[27]。华人

华侨移居东南亚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人数更为密集，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不仅了解和熟悉当地的投资环境，

还与该国政府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其关系网络就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源优势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劣势

和提高风险的防范意识[28]。由此可知，密切的社会关系通常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而中

国与被投资国紧密的社会关系主要为华人华侨群体的关系网络为主[29]。 
中国与东盟历年来有着良好的友谊关系，中国在东盟各国进行直接投资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

中国政府意志和友好的外交行为，以拉近和巩固彼此间的关系[30]。然而，世界各国正处于制度变迁的时

代，这就使得东道国政府的制度环境成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时应要考虑的重要因素[31]。东盟各国政府

治理质量的差异程度很大，两极化比较严重和极端，大多数东盟国家的政府局势不稳定，有着较高的政

治风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行为，那政治关系网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能起到

积极促进作用？这是本文想要研究的问题。 
东盟是一个具备经济增长潜力的前景市场，并且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经济合作往来上十分频繁[32]。虽

然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全球竞争力、企业营商环境以及开办企业成本的情况良莠不齐[33]，但东盟

是全球自然资源最丰富和能源储存最充足的地区之一，中国源于对能源禀赋的优化合理配置和对自然资

源储备的寻求，从而偏向投资于地域条件近且能源资产富足的东盟国家[34]，那中国与东盟十国密切的经

济关系是否仍为影响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尽管学术界的当前研究已经发现在欧洲等地的华人华侨社区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

用[35]，但这些研究结果仅仅从理论角度去分析跨国企业的案例来说明华人华侨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程

中的作用，并没有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来证实这种社会关系机制是否存在普遍性。由于东盟地区的华人华

侨群体更为密集，文化背景和语言交流均接近于国内的环境[36]，那社会关系网络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是否

还会起到促进作用？这是本文想要探索的问题。 
基于上述内容，笔者认为仅仅关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正式或者非正式关系均不能全面和深入地研究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应要将这两种关系结合起来，从而构成分析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

因素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37]。为此，本文想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东盟各国的政治表现与中国对其直

接投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积极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关系与中国

对其直接投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积极的影响；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社会文化关系

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积极的影响。 

3.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 模型构建与变量解释 

首先，本文所运用的引力模型，主要源自国内外学者们受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启发[38]，基于

考虑到各个指标选取的代表性和相关数据的有效获得性，所借鉴的引力模型主要是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

系两个层面分析影响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被解释变量是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存

量数据(OFDI)。关于解释变量，政治关系方面是选取东盟各国的政府制度指标(G)3 和市场制度指标(M)4

两个影响因素；经济关系方面是选择东盟各国 GDP、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TRADE)、东盟

各国税率(TAX)和东盟各国的自然资源占比(RESOURCE)这四个影响因素；其他变量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

经济距离(EDIST)。另外，通过设置虚拟变量(BR)来衡量 2014 年“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行对中国对东盟

各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构建式 1 的扩展引力模型： 

 

 

3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GI)：政府办事有效性(GE)、政治稳定性(PV)、话语权和问责(VA)三者的平均数。 
4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GI)：市场管制质量(RQ)、法规政策的完善程度(RL)、政府腐败控制力度(CC)三者的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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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是关系型的代表性国家，社会关系表现为在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常常带有深厚的“人情

世故往来”，通过社会人脉关系网络来建立初次的相识和信任。东盟各国所在的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人

华侨们选择的首要迁居地，人数约占海外华人华侨总人口的 73%5，然而，由于东盟地区的华人华侨大多

经过复杂劫难和多重变迁，几乎为非正式移民入境或延期遗留者且能通过各式途径取得当地定居的合法

身份，难以统计其准确数量，再加上一直都没有相对一致的口径统计世界华人华侨的数量，笔者通过多

途径数据来源的比较分析和参考同类研究文献发现，当中国决定在东盟哪个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也要

面临着 10 个能替代区位的选择，就能以此构建一个虚拟变量来表示中国选择的是对东盟哪一个国家直接

投资选择，本文因此选用了中国商务部备案登记 6 的中国大陆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共 5492 家作为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者。再综合考虑所分析的问题中既有随着选择方案而变的解释变量，也有解释变量不

随方案而改变的可能性，为了能够处理无关选择方案的独立性特性和偏爱喜好的随机性限制[39]，本文对

此就采用了混合逻辑模型对东盟华人华侨群体影响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进行相关的回归分析，解释变量主

要有华人华侨总人数(num)、华人华侨比例(rate)，以及两者的关系紧密度(net)。为了确保社会关系影响中

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因素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需要控制政治和经济层面上影响海外华人华侨和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两者关系的可能性因素，主要选取了东盟各国的政府制度指标(g)、市场制度指标(m)、国内生

产总值(gdp)、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trade)和东盟各国的企业税率(tax)。 

3.2. 基本假设 

当国家投资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越高，尤其是对于转型期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各

种关系网络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假设中国与东盟各国紧密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中国对

其直接投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积极显著的关系，各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及其数据来源如表 1 所示。 
 
Table 1. Expected symbols and data source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的预期符号和数据来源 

变量简写 预期符号 数据来源 

OFDI  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G + 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home 

M + 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home  

GDP +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  

TRADE +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TAX -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GC.TAX.TOTL.GD.ZS  

RESOURCE -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TOTL.RT.ZS  

EDIST - 基于东盟各国的人均 GDP 和 GDP，笔者根据公式自行计算 

BR + https://baike.so.com/doc/7487210-7757266.html  

num + http://cyfd.cnki.com.cn/Article/N2011040162000218.htm  

rate + 基于华人华侨总人口的数据，笔者根据公式自行计算 

net + 基于华人华侨比例的数据，笔者根据公式自行计算 

 

 

5Zhuang, Guotu. Historical changes in numbers and dis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world. World History, 2011(5): 4-14.  
6http://infostat.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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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证检验与分析 

3.3.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首先对研究变量做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2 和表 3 是扩展引力模型和混合逻辑模型中各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分析情况。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ariables in the extended gravity model 
表 2. 扩展引力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察值 

ln(OFDI) 11.50075 1.835818 5.624733 15.26163 150 

G −0.259582 0.685478 −1.693611 1.227568 150 

M −0.165649 0.93936 −1.821651 2.066471 150 

ln(GDP) 16.02592 1.559896 12.51942 18.53312 150 

ln(TRADE) 14.14269 1.83489 9.46444 16.60043 150 

TAX 12.88189 3.775164 2.626 20.6 150 

RESOURCE 7.239187 7.377417 0.00001 35.273 150 

ln(EDIST) −0.0000094 0.0000288 −0.000131 0.00000676 150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ariables in mixed logic model 
表 3. 混合逻辑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ln(num) 14.33187 1.689998 10.97216 16.1181 14.63166 

rate 0.1363 0.18955 0.019 0.632 0.047 

net 0.004474 0.00627 0.000643 0.020898 0.001554 

g −0.183819 0.664553 −1.207548 1.128783 −0.315387 

m −0.078527 0.933838 −1.098397 2.055578 −0.300913 

ln(gdp) 16.26752 1.549933 14.07248 18.27085 16.99904 

ln(trade) 14.64207 1.600949 11.92409 16.09029 15.41988 

tax 12.52 3.309404 5.884 16 13.5985 

 

表 2 和表 3 的结果显示模型中各变量具体的最大最小值、中位数、均值和标准差，总体上来看，样

本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小，较为集中。 
2) 变量相关性分析 
在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之前，还需进一步先对模型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其

相关系数矩阵图详见表 4 和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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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variables in extended gravity model 
表 4. 扩展引力模型中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ln(OFDI) G M ln(GDP) ln(TRADE) TAX RESOURCE ln(EDIST) 

ln(OFDI) 1        

G 0.13 1       

M 0.20 0.52 1      

ln(GDP) 0.12 −0.02 −0.05 1     

ln(TRADE) 0.05 0.10 0.10 0.44 1    

TAX −0.03 0.06 0.09 0.25 0.18 1   

RESOURCE −0.12 0.03 −0.01 0.41 0.31 0.14 1  

ln(EDIST) 0.21 0.09 0.15 −0.37 −0.08 −0.14 −0.32 1 
 
Table 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variables in mixed logic model 
表 5. 混合逻辑模型中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ln(num) rate net g m ln(gdp) ln(trade) tax 

ln(num) 1        

rate 0.20 1       

net 0.21 0.99 1      

g −0.47 0.23 0.23 1     

m −0.32 0.04 0.04 0.43 1    

ln(gdp) −0.40 0.09 0.08 0.38 0.50 1   

ln(trade) 0.13 0.30 0.29 0.12 −0.11 0.21 1  

tax −0.10 0.24 0.23 −0.01 0.19 0.22 0.16 1 
 

检验结果显示两个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能保持在 0.5 以下 7，所以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

性，数据符合实证分析的要求。 

3.3.2. 实证检验 
1) 单位根检验 
本文所采用 2005 至 2019 年东盟各国相关数据为面板数据，各序列常常会存在非平稳性的问题。本

文主要选用了 LLC、IPS、ADF 和 PP-Fisher 四种检验方法，表 6 显示了一阶差分后各指标数据单位根检

验的结果，表明各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都变成了平稳序列。 
 
Table 6. First-order simple integration results 
表 6. 一阶单整结果 

变量 
检验方法 

结论 
LLC IPS ADF PP-Fisher 

∆ln(OFDI) −8.16424*** −6.03525*** 76.1419*** 90.0670*** 平稳 

∆G −9.57323*** −5.95386*** 69.7249*** 96.9812*** 平稳 

 

 

7关系紧密度(net)是由华人华侨比例与当年中国海外华人华侨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乘积来进行测度，所以两者的相关系数比较

大，但不影响混合逻辑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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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6.80998*** −4.74496*** 55.5012*** 63.5933*** 平稳 

∆ln(GDP) −8.85054*** −4.06094*** 49.3076*** 69.2186*** 平稳 

∆ln(TRADE) −9.24539*** −4.52300*** 54.9392*** 85.1895*** 平稳 

∆TAX −9.26641*** −5.71467*** 65.0114*** 102.638*** 平稳 

∆ln(EDIST) −8.53758*** −5.40726*** 62.5017*** 94.2701*** 平稳 

∆RESOURCE −10.8345*** −8.24181*** 95.1339*** 142.288*** 平稳 
 

2) 协整检验 
假设多个具有单位根变量的线性组合之间因某种经济意义而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就可以使

用原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文为此采取 Kao (Engle-Granger based)检验进行协整检验。表 7 的检验结

果说明了东盟各国全样本以及老东盟六国与新东盟四国分样本检验的 p 值均远小于 0.01，意味着通过了

协整检验，各变量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Table 7. Results of cointegration test 
表 7. 协整检验结果 

 东盟各国全样本 老东盟六国 新东盟四国 

t 统计值 −6.391842 −6.307586 −4.250711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3) F 检验和豪斯曼检验 
本文需要对所获得的面板数据进行模型形式设定的 F 检验和豪斯曼检验。首先可以通过构造 F 统计

量来确定本文构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扩展引力多元回归模型形式。 
本文采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对应的分析后可得 1 3.719099S = ， 2 16.92551S = ， 3 120.7502S = 。按照公

式计算得 2 23.3093F = ， 1 2.9591F = ，查F分布表可以得到相应的临界值 ( ) ( )0.1 0.150,60 1.87 40,60 1.93F F= = 。 
由于 2F 大于相应的临界值，所以该面板数据在 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截距系数不变模型；同时 1F 大

于相应的临界值，该面板数据也在 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变截距模型，为此，模型设定的形式应该为变系

数模型。表 8 为豪斯曼检验的实证结果，其显示 chi2 = 20.91，Prob > chi2 = 0.0008，表明了需要拒绝原假

设，应该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 
 
Table 8. Hausmann test results 
表 8. 豪斯曼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chi2 Prob > chi2 模型选择结果 

Hausman 20.91 0.0008 固定效应模型 
 

综上所述，本文应该选取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3.3.3. 实证结果 
经过上文对所需面板数据检验的阐述，笔者选取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对影响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

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表 9和表 10报告了对应的实证结果。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符号均符合假设预期，

并且都有着不错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了中国与东盟十国之间存在紧密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影响中国

选择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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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Empirical regression result 1 of fixed effect variable coefficient model 
表 9. 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 1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ln(OFDI) ln(OFDI) ln(OFDI) ln(OFDI) ln(OFDI) 

G 
0.0249** 0.1512*** 0.0251** 0.2193*** 0.0281** 

(1.007) (0.393) (0.509) (0.821) (0.351) 

M 
0.0241** 0.2114*** 0.0345** 0.2561*** 0.0483** 

(0.575) (0.281) (0.435) (0.586) (0.448) 

ln(GDP) 
0.2459*** 0.2071** 0.2198*** 0.2174** 0.2305*** 

(0.526) (0.339) (0.429) (0.678) (0.407) 

ln(TRADE) 
0.1674*** 0.0361 0.0863* 0.0463 0.1286*** 

(0.458) (0.268) (0.733) (0.565) (0.291) 

TAX 
−0.1046*** −0.0797** −0.0993** −0.1026*** −0.0749** 

(0.501) (0.446) (0.386) (0.385) (0.431) 

ln(EDIST) 
−0.1064*** −0.0123* −0.1038*** −0.0131* −0.0951** 

(0.527) (0.456) (0.539) (0.387) (0.464) 

RESOURCE 
0.0185** 0.032*** 0.0172** 0.0059* 0.0269** 

(0.151) (0.144) (0.109) (0.196) (0.128) 

BR 
0.0864** 0.0426*** 0.0487** 0.0105** 0.0349** 

(0.736) (0.853) (0.947) (0.795) (0.816) 

C 
−8.8559 −9.0262** 7.3824* −9.134* −6.2061 

(3.755) (2.616) (2.161) (4.098) (3.037)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1，**p < 0.05，***p < 0.01；回归系数的下方括号里数值为标准误。 
 
Table 10. Empirical regression result 2 of fixed effect variable coefficient model 
表 10. 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 2 

 (Brunei) (Vietnam) (Laos) (Myanmar) (Cambodia) 

 ln(OFDI) ln(OFDI) ln(OFDI) ln(OFDI) ln(OFDI) 

G 
0.1925*** 0.0267** 0.0225* 0.0138* 0.0231* 

(0.731) (0.645) (0.939) (0.891) (0.777) 

M 
0.1907*** 0.0253** 0.0211* 0.0172* 0.0232** 

(0.246) (0.339) (0.409) (0.53) (0.39) 

ln(GDP) 
0.0816* 0.1637** 0.0538* 0.1336** 0.0963* 

(0.464) (0.347) (0.758) (0.652) (0.588) 

ln(TRADE) 
0.0537* 0.0875* 0.0735* 0.1386*** 0.0271 

(0.241) (0.216) (0.308) (0.246) (0.218) 

TAX 
−0.043*** −0.0119*** −0.0164*** −0.1068*** −0.0543** 

(0.171) (0.216) (0.149) (0.261)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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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EDIST) 
−0.0143* −0.0826** −0.0541** −0.0291** −0.0357** 

(0.553) (0.446) (0.715) (0.694) (0.836) 

RESOURCE 
0.0658*** 0.047*** 0.0562*** 0.031** 0.0372** 

(0.203) (0.199) (0.217) (0.378) (0.272) 

BR 
0.0808** 0.0514*** 0.0281*** 0.0177*** 0.0783*** 

(0.154) (0.195) (0.149) (0.129) (0.134) 

C 
−6.3231 9.0351 10.2025 8.2457** 11.5582 

(5.069) (4.067) (3.124) (2.721) (2.88)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1，**p < 0.05，***p < 0.01；回归系数的下方括号里数值为标准误。 
 

从实证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东盟各国政府制度指标和市场制度指标的回归估计系数均为正，符号与

假设预期相符，说明中国愿意投资政府和市场制度指标高的国家，总体表明一国政府治理效率越高、政

治稳定性越强、政府制度越完善、市场的透明度越高、政府的不正当干预越少、法治水平越高以及控制

腐败能力越强，就会越吸引中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 
实证回归结果显示，东盟十个国家 GDP、东盟各个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和东盟各个国家自然资源比

例的回归估计系数均为正符号，与假设预期相一致，说明中国愿意投资市场规模大、开放程度高，还具

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东盟各国企业税率的回归估计系数均为负，符号与假设预期相符，说明中国愿

意投资企业税率低的国家，表明了东盟一国的企业税率水平越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越少，就会更加增

强中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的意愿。 
实证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东盟十国与中国经济距离的回归估计系数的符号均为负，与假设预期相吻

合，表明东盟某国与中国的经济距离越近，越吸引中国进行投资；“一带一路”战略的回归估计系数均

为正符号，与假设预期相一致，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 
通过上述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层面上各个解释变量的不同估计系数在不同程度影响着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的具体分析，可以得知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那关于华

人华侨社会关系网络与中国对东盟各国进行直接投资这两者的实证检验，笔者主要是选取了混合逻辑模

型进行回归分析，表 11 是对应的实证结果，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符号均符合假设预期，并且都有着使

人满意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了东盟各个国家地区的华人华侨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换句

话说社会关系也是影响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Table 11. Empiric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mixed logic model 
表 11. 混合逻辑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 

 (result 1) (result 2) (result 3) 

ln(num) 
0.0834***   

(0.193)   

rate 
 5.3442***  

 (0.278)  

net 
  159.9512*** 

  (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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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0.3824*** 0.5829*** 0.5697*** 

(0.178) (0.185) (0.192) 

m 
0.4319*** 0.7686*** 0.7532*** 

(0.149) (0.152) (0.133) 

ln(gdp) 
0.2113** 0.2822*** 0.2821*** 

(0.239) (0.241) (0.439) 

ln(trade) 
0.1243*** 0.132** 0.1372** 

(0.153) (0.154) (0.193) 

tax 
−0.0864** −0.0726*** −0.0587*** 

(0.764) (0.836) (0.975) 

obs 54920 54920 54920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1，**p < 0.05，***p < 0.01；回归系数的下方括号里数值为标准误。 
 

实证回归结果显示，华人华侨总人数、华人华侨比例和关系紧密度的回归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符号

与假设预期相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华人华侨群体社会关系网络和中国进行直接投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

积极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4.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对策及建议 

基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综合结果分析，本文主要是从政治外交关系、经济合作关系、

社会文化关系三个层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这对中国利用东盟国家优质资源的同时规避投资风

险，从而促进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深化彼此间合作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实践的意义。 

4.1. 政治外交关系层面 

4.1.1. 明确东盟各国的政治稳定性 
东盟各国的政府制度指标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在对东盟进行直接投资之前首先要提前对东盟各

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做好详细的背景调查和非常充分的了解，严谨地对东盟十国的政治环境进行详细的

资料收集和多方面情况的全盘分析；其次，跨国投资企业还应该注重培养自身的应激性反应，对未来可

能会存在的诸多投资风险提前做好应急方案的规划，即使风险意外发生了，企业也能更好地应对并以更

快的处理速度来度过难关。 

4.1.2. 确保跨国投资的行为合法性 
东盟各国的市场制度指标影响了中国对其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存在侥幸

的心理，首先要确保自身经营管理的行为合法性，而且中国企业在做好自身投资项目建设的同时，积极

保护东道国的企业环境；在扩大生产经营业务范围的同时，主动保护东盟国家的生态系统，踊跃在东道

国市场中承担社会责任，从而留下良好的企业形象，更加有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

这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之处。 

4.1.3. 推进“一带一路”的持续性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它顺应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潮流而生，目的就

是在于促进各国资源的高效率配置与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东盟各国与中国在双方互利互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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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协商一致而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更是鼓励、促进和保护和两国间的直接投资。为此，中国企业应该

要紧抓“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商机，积极将东盟各国未开发的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变为新的生产力，

这将会为跨国直接投资带来巨大的政策红利。 

4.2. 经济合作关系层面 

4.2.1. 提纲挈领布局重点的投资产业 
东盟各国 GDP 指标和自然资源比例是重要因素，考虑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中国需要优化对

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并且根据各国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选择投资于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

业，比如中国需要积极出口优良的工业产品和发挥先进的技术优势，加大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

产业投资，以缓解国内资源短缺的现状，以及合理安排投资产业的结构以便能充分利用东盟丰富的自然

资源。 

4.2.2. 深入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 
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促进了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因此，中国应要调整与东盟国家间贸易的产业

结构，优化两国的产业链条，以实现各国进出口贸易的均衡发展，前提就是需要切实保障自由贸易区的

贸易政策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发展。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发展，中国可以发展对东盟各国服务

业的直接投资，进一步深入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 

4.2.3. 多措并举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东盟各国企业税率对中国在东盟直接投资存在抑制作用，中国必须多措并举为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

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从而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成本和生产运营的成本负担，比如推进东南亚区域

性多边税收协定谈判和税收征管协调机制服务平台，促进每个国家完善本国的税收制度和提升税制的透

明度，还可以建立有助于减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税收负担的双边和多边税收制度等，多个措施的落

实以不断降低中国投资东盟的税收负担水平。 

4.3. 社会文化关系层面 

4.3.1. 重视并挖掘华人华侨关系资源 
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总人数是核心因素，人是制度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关键，为了适应全球经济快速发

展的全新形势，中国就要重视和充分挖掘华人华侨关系资源，为此，各级侨务部门就要研究并制定出有

前瞻性高和操作性强的政策，从而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的桥梁作用以激发双方的合作动力，比如说可以与

其他有关部门联动来完善各项企业优惠的政策，对中国企业与海外侨商合作的重点项目给予专项政策与

资金支持，引导和完善其合作发展。 

4.3.2. 建立专门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 
海外华人华侨作为必不可少的社会关系资源，能够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减少在东道国所面临

的外来者劣势。为此，侨务部门应加强与其他政府部门的联系与配合，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联合

相关政府机构单位共建信息交流、资源共享以及侨务服务的专门平台，开展多形式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双方信息的精准性匹配和高效率对接，比如建立关于华人华侨资源信息化的数据库或者信息公共平

台，为合作双方提供综合性信息查询的服务。 

4.3.3. 增强文化及民族认同感的纽带 
东盟各国华人华侨与中国企业之间的关系紧密度是关键因素。中国政府需要重视并加强与海外华人

华侨的交流，维系并巩固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比如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2.111001


唐丽 
 

 

DOI: 10.12677/wer.2022.111001 13 世界经济探索 
 

根基，构建一个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认同体系，从而借助文化及民族认同感高的华人华侨这

个群体，有效缓解了海外投资经验不足的难题与异域外企不相兼容的困境，全面实施中国“走出去”的

战略。 

5. 研究结论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跨主体属性、跨国家地域、跨学科研究的复杂经济问题，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发展模式的特殊性，现有的区位选择理论和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不能针对性地有效解释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想要全面了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必须要认识到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以及

社会文化关系都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从关系视角出发，基于 2005 至

2019 年中国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相关统计数据，试图探究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最终

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是处于一种复杂的两个层面关系网络之中，其中，正式关系既包括

两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又包括双方关于经济贸易合作的经济关系；非正式关系更多代表着由海外华

人华侨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其次，以政府官方渠道和企业合同协约建立的正式关系是影响中国对

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中国与东盟各国稳定的政治关系和密

切的经济关系对中国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以亲人血缘和家庭情感建立的非正式关系是

影响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这个非正式关系网络能帮助跨国企业高

效地了解当地政府政策、法律法规、市场制度以及文化习俗，减少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障碍，进而促进了

企业国际性的经营活动，对中国跨国投资过程中发挥出重要而特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性实施，中国与东道国双方间密切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

和社会关系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积极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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